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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世纪90年代，文学商品属性被确认，由此
文学商品化思潮兴起。文学商业化与商业大潮相呼应，对
文学发展的影响是双方面的，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
出了避免负面影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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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商业化是当下文学的突出表征。从生产和
消费的关系来讲，文学走向市场无可厚非，亦是必然的。
上世纪90年代， 大陆文学观念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
文学商品属性的被确认。文学是精神产品，具有意识形态
的属性和审美的属性，同时又具有商品的属性。文艺制品
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消费或使用价值， 可以按照商品交
换的方式在市场流通，肯定文学作品具有商品的性质，为
大陆文学走向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一理论突破的直
接结果，是文学商业化思潮的兴起。

一

上世纪80年代， 文学的商业化还仅仅表现在文学的
局部领域，比如通俗文学在一个时期内的流行；进入90年
代，文学商业化已渗透到了文学的各个领域，它与社会上
的商业大潮相呼应，以强大的声势席卷了几乎整个文坛，
具体表现在：
第一，作家世俗化。 一部分作家（如张贤亮、陆文夫、

魏明伦、沙叶新、宗福先、胡万春、王朔、杨争光等），打破
了“文不言商，士不理财”的传统，从纯净的“文学天国”降
落于尘世，加入了社会世俗化的进程。知识者和文化人一
改往日的斯文，“下海”办公司、搞企业，从事多种经营，由
文人变成经济型文化人。
第二，作家为钱写作，出现了所谓“期货作家”（作家

与出版商签订 “卖身契约”）、“企业文学”（作家为企业家
收买， 从事企业宣传）、“货币评论”（一些人出钱买评论）
等。过去，作家们写作是为人民代言、为慰藉自己的心灵、
为审美创造，而现在的一些作家则变成了主要为市场、为
金钱写作（所谓“以卖文为生”）。
第三，一些作家采用商业手段推销自己的作品，如文

稿拍卖、文稿标价、作品炒买炒卖、注重作品包装，利用广
告和大众传媒扩大作品的影响和增加其经济效益。
第四，亚文学、“软文学”占领文化市场。 新武侠、新言

情、新演义等通俗文学势头不减；纪实文学、法制文学等备
受青睐；以吃喝玩乐、衣食住行、观光旅游、婚姻家庭为主
要内容的闲适文学、休闲文学即所谓“软文学”作品走俏。
第五，严肃文学媚俗化。一些严肃文学作家在经济利

益的驱动下转而写通俗文学作品或具有通俗性质的作品

（如“布老虎丛书”中的一些作品）；有的严肃文学创作渗
入了某种商业因素（如《废都》中性爱描写的商业动机）。
第六，在商品大潮的影响和电视等大众娱乐形式的

冲击下，严肃文学创作队伍分化、流失，作家“触电”现象
增多（如北京的海马创作室、南京的扬子鳄创作室、谌容
的快乐影视中心，都热心于影视的制作；另外，十多位青
年作家加盟创作电视连续剧《中国模特》，十多位女作家
联手创作电视剧《太阳和女人》，五位实力派作家参加张
艺谋策划的电影剧本《武则天》的创作投标等）。

二

文学商业化思潮对文学的发展有积极促进的一面：
作家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创作，使文学作品能更及时、多方
面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文学走向市场，有利于文学创
作的公平竞争，书商和读者选择作家与作品，作家与作品
直接进入市场并接收市场的检验与挑选， 促使作家创作
出高质量的、有竞争力的作品（所谓“畅销书”）；一些作家
“下海”，直接参与商品经济活动，一些作家办文化性公司
或为文化办公司，为“以商养文”创造了物质条件，又能在
商业风浪中摔打， 能够从近角度观察和体验瞬息万变的
当代社会生活， 为他们日后创作表现当代中国改革的作
品积累生活素材；增加了一些作家的收入，使不少作家从
生活困境中解脱了出来。
当然，文学商业化所造成的弊端也是明显的：首先，

金钱对作家的腐蚀。单纯为金钱写作，使一部分作家丧失
了应有的历史使命感、 社会责任感、 人民代言人的神圣
感、灵魂工程师的崇高感和作家应有的人格精神，出现道
德滑坡现象。 其次，只注重经济效益，忽视文学的社会效
益，助长了格调低下的“黄”（色情）、“黑”（暴力）类作品的
泛滥，对读者，特别是对青少年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危害。
再次，有些作家追求作品数量，粗制滥造，作品内容平面
化、肤浅化、思想深度被消解，审美追求被放弃，出现了大
量平庸之作。 有的作家急功近利，心浮气躁，不再甘于寂
寞，潜心于对生活的体验和艺术的创造，而是为追逐金钱，
随意消耗自己的生活积累、思想积累和艺术才华（有人把
这种现象称作“才能透支”），从而忽视或无力投入于鸿篇
巨制、佳构精品的创作。最后，亚文学、软文学、俗文学挤占
文化市场，而且一些出版商、书商只顾自己的经济利益，使
严肃文学作品、文学刊物、文学论著的出版发行艰难。

三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学商业化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商业潮流并非万恶之首， 健全的文学与健康的商业重组
更是市场经济下文学的发展方向。文学要为大众服务，借
商业的健康运作可以更有力地做到这一点。 毕竟文学不
是象牙塔之中的花朵， 文学的教化作用与净化人心的特
性决定了它必须从象牙塔走到十字街上去。 象牙塔和十
字街只相隔一层纸，“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并无绝对
的分界线。 对于文学商业化思潮，我们应采取冷静、客观
的态度：一方面，要注意保护它的积极的方面，使之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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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学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必须清醒地
看到文学商业化的消极面所产生的危害， 从而对其加以
有效的抵制和扼制。 这里，关键的一点是对文学的定性、
定位要准确，处理好文学的社会效果、审美效应与经济效
益三者的关系。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它承担
着一定的社会的与道义的责任， 发挥着一定的认识与教
育的功能，所以作家要有政治头脑，要有社会责任感与历
史使命感， 要注意作品的社会效果。 文学作品的审美属
性，决定了它具有独特的审美功能、娱悦游戏功能、情感
宣泄功能，所以作家要有深厚的审美修养，要把能提高人
的审美情趣与精神境界的健康、优美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以取得好的审美效应。相对来讲，文学作品的商品属性是

它的次要的属性， 所以作家应在服从于作品的社会效果
和审美效应的前提下，讲求文学作品的经济效益。有了这
种认识， 作家才能避免在对待文学商业化问题上的片面
性与摇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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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诗歌与音乐是结合在一起产生的。 诗歌是
普通语言的凝炼化，音乐是对诗歌语言的音响发展。本文
结合诸多文献，对诗歌与音乐的渊源进行了考证。
关键词：诗歌 音乐 渊源

《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记载道：“昔葛天氏之乐，三
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 ”可以看出诗、乐结合是我国诗
歌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诗言志，歌咏言，声依
咏，律和声”（《尚忆·尧典》）是我国历史上有关诗、乐结合
的最早理论。 《诗·大序》中也有同样的记载，肯定了《诗
经》三百篇是诗、乐一体的产物。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
篇中明确指出：“民生而志，咏歌所含。 ”认为诗乐的产生
与“民生”同时。我国古代原始歌谣如《弹歌》、《蜡辞》等都
明显地带有诗乐一体的形态。 《楚辞·九歌》等也是祭神一
类的曲子，“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
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
曲”（王逸《楚辞章句》）。 在汉代乐府中，诗仍与乐相伴；
“至武帝郊社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颂，有赵、代、秦、
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
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隋
书·音乐志》云：“武帝载音律之响，定郊丘之祭，颇杂讴
谣，非全雅什。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汉代乐府中的诗
歌，不仅诗乐结合，而且几乎全来自民间歌谣。
隋唐除了原有的民间乐府诗乐以外， 还受到外族诗

乐的影响， 当时的大曲和散乐都是受外来诗乐的影响而
形成的，都是诗乐结合的一种形式，虽然后来经由文人之
手，形成了有固定格式的律绝体诗，但诗与乐依然保留结
合的关系。 诗仙李太白的《清商曲》三首诗就是供入乐的
典型例子，王昌龄、高适、王之涣、白居易等人的诗作也常
被入乐而歌唱。 至于宋代的词，则更由民间曲子生成。 依
曲填词，以曲定调，是词本来之面目。 唐代的大曲和民间
的小曲等，对宋词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的诸宫

调也对词的形成产生过影响， 它们本身都是诗乐的结合
体。 “唐代大曲的唱词都是五言七言的诗，而宋代大曲改
用词体，显然乐曲的旋律和节奏，势必适应词的格律，而
起到了很大的变化，远非本来面目”（沈知白《中国音乐史
纲要》）。故《乐府余论》说：“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
为曲。 ”充分表明大曲是一种配合音乐用的歌唱的诗体。
到了元代，散曲杂剧更是诗乐结合的产物。
诗与乐的这种历史上的渊源关系， 对我国后世诗和

乐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二者后来逐渐分
化成各自独立的艺术门类，但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并没有
断绝，二者之间相互影响，诗歌中有着音乐美的享受，音乐
中有着诗歌般的情感。 同出一源、相互影响是二者间的内
在关系。 因此我们说是形式构成了二者的内在关系，形式
是本质的。 “本质则是这样或者那样地按着它本身的特质
而转化为形式的”（《列宁论文汇集》十卷）。 诗与乐结合一
体的产生渊源， 使它们的形式中已包孕了密切的内在关
系，尽管诗与乐最终分离为两个不同的艺术门类，但这种
内在的共通烙印在二者的形式中永难磨洗掉。
按李泽厚的实践美学观点：“人的审美感受之所以不

同于动物性的感官，正在于其中包含有观念、想象的成分
在内， 美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形式， 而是所谓有意味的形
式，正在于它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法则形式。 ”（《美
的历程》）他进而在阐述原始人类使用红粉作为装饰物
时，对这种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作了说明：“原始人
之所以染红穿带，撒抹红粉，已不是对鲜明夺目的红颜色
的动物性的生理反应， 而开始有其社会性的巫术礼仪的
符号意义在，也就是说，红色本身在想象中被赋予了人类
（社会）所独有的符号，象征的观念含义。从而它（红色）诉
诸当时原始人群的更已不只是感官愉快， 而是其中参与
了、储存了特定的观念意义了，在印象一方，自然形式（红
的色彩）里已积淀了社会内容，在主体一方官能感受（对
红色的感觉愉快）中已积淀了观念性的想象、理解。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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